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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2 月底，朱自清在准备中国文学评论课程讲稿的同时开始写作学术论文

《诗言志》，①这也是他所构想的系统性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工作的起始部分。这篇

文章最终以《诗言志说》为题发表于 1937年 6月闻一多主编的《语言与文学》中。继《诗

言志说》后，朱自清又陆续写成了《赋比兴说》《诗教说》《诗正变说》三篇相关文

章，围绕《诗》及其注疏、评价体系中时常出现的关键概念展开论述。至此，朱自清

理想中的批评史写作已初具雏形。②四篇文章经修改后编为一册，总题为《诗言志辨》。

1944 年底，朱自清为这部论文集撰写自序，对其《诗》学研究思路和成果做出了阶段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对《诗言志辨》的探讨基本围绕朱自清在古典学领域的治学方法展开。而在

朱自清的思想意识中，古典学术与“现代生活”始终存在密切关联，“现代”立场本身决定着国学研究

的具体方法与核心样貌，这一点在他围绕“诗言志”等话题的诸般论述中得到体现。考虑到诗言志说与

近几十年来“抒情传统”论述的内在联系，或许《诗言志辨》及各相关文本还应被放置在更长时段的历

史脉络中考察其特征与意义。分析《诗言志辨》各篇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可以发现朱自清“言志”观中“政

教”与“抒情”因素的交错颉颃及其与朱自清文学史观念、解诗手法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以此为“前史”

通向海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抒情之现代性”的讨论，探究两种学术脉络的呼应与分歧，

对不同文化环境中文学研究方式的延续和嬗变过程做出某一维度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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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总结。可以看出，《诗言志辨》诸篇从构思、写作到修改成集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

横跨朱自清 1930 年代中期至 1940 年代的治学经历。

在 1948 年追念朱自清的文章中，李广田指出，朱自清从事“批评工作”的两种

基本态度，一为“历史的观点”，一为“现实的观点”，前者便以《诗言志辨》为代表，

其旨在“勤搜讨”而“无成见”，后者则要求在学理性的批评工作中呈现自身的时代

认知与立场选择。③在李广田看来，朱自清 1940 年代后期的文学论述将“现实”的观

点渐趋突显。尽管强调两种观点过渡历程的“自然”与“合理”，这样的二分法也仍

旧是稍嫌简单的认识方式。需要仔细辨析的或许是“历史”与“现实”、“求是”与“致

用”两种观念的联动在朱自清文学学术研究中的具体特征及意义。事实上，朱自清的

古典学术研究始终具备着自觉的现代意识。在 1926 年写作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一文中，朱自清即针对“国学外无学，古史料外无国学”的学术研究倾向，指出“现

代生活”亦有待被纳入学术研究范畴，以“国学”为名的中国学问无疑应当包含“现

代的材料”，而“即使研究古史料，也还脱不了现代的立场；我们既要做现代的人，

又怎能全然抹杀了现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④在 1946 年为《新生报·语言与文学》

副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朱自清再次强调虽然刊物以登载语史学和文学史论文为主，却

“不以古代为限，而要延展到现代”，从而发掘“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 ,
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典跟现代活泼的联系起来”，⑤这是语言文学研究及教

学工作最为根本的任务。在这一方面，朱自清可谓身体力行。具体到《诗言志辨》系

列文章，在为“诗言志”等概念厘定其基本含义与演变轨迹的同时，朱自清也通过“考

据之学”的方式对“现代”的文学特征、解诗范式、社会文化面貌，乃至“现代生活”

本身的特性做出了持续性的观察与反思。由此，研读《诗言志辩》就不应仅仅从学理

层面入手探讨其选取材料、论述逻辑及基本结论的是非正误，更应在中国诗学由古典

向现代转型的学术脉络中，⑥注重传统与现代、域外与本土、国学与文学，以及更为

深层的情与道、公与私、诗与史等结构关系及其交互作用，对学人研究方式的多重影响，

并对塑造了一代学者治学心态、方法的文化语境做出更为全面的理解。进一步，考虑

到文学学术的延续和变迁，则还可由朱自清的“诗言志”观延伸开去，对近几十年来

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海内外学界以“诗言志”等古老范畴为线索对中国文学之“抒

情传统”的发掘、建构，对“抒情”一事的判断、定位与理解做出某种维度的反思。

“言志”：吟咏情思与施行政教

在《诗言志辨》中，《诗言志说》一篇完成最早、修改最多。而“诗言志”也是

朱自清所构想的规模更为宏大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线索。

《诗言志说》开篇对“志”的含义稍加文字学方面的辨析，而其论述重心集中在

春秋至汉代典籍对“诗”之出现场合、应用方式的记载。同许多学者一样，朱自清对“诗

言志”的解释从广为引用的《尚书·尧典》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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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在朱自清看来，《尧典》的这番说辞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是诗以言志，二是诗乐不 
分。具体到第一点，朱自清引《说文》对“诗”的解释及杨树达、闻一多的论述，说

明“诗”的本义即是“志”，并认同将“志”在《尧典》成书时期的基本意义解释为“怀

抱”。结合所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产与子太叔关于“六志”之对话的上下文语境，

朱自清指出此时的“志”“怀抱”总与“礼”不可分，因此也就离不开“政治”与“教 
化”。⑦至此，“诗言志”最为核心的意义已然得到明示，而“政治与教化”也成为整部 
《诗言志辨》的关键词。在 1944 年写作的《诗言志辨》序言中，朱自清也做出了相

应的概括，指出从先秦文献的记载到《诗》传笺系统的发挥，“诗言志”“诗教”及

相应“比兴”“正变”等范畴的归结“都在政教”。⑧就具体实践活动而言，所谓“献

诗陈志”包含了贵族子弟对在上位的“大夫君子”言行及“一国之事”的评议，而“赋

诗言志”则是在外交场合申明“诸侯之志”“一国之志”的方式，是一种交际酬酢的

基本礼节，也可以有实际交涉的“具体的重大作用”。而用于酬酢的赋诗在言一国之

志的同时也未尝不包含着赋诗人之志，体现着他的为人。这也就意味着赋诗者、听诗

者能“以微言相感”，于揖让间“观志”“观人”，不仅能从所赋之诗中判断国之“盛

衰”，还可识人之“贤不肖”，从而“言志”也就延伸出“表德”的意义。循此思路

加之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体制的变化，“诗言志”又逐渐生长出“教诗明志”的意涵，

而这里的所谓“志”便着重在个人修养。

从“赋诗言志”到“教诗明志”，《诗言志说》呈现了春秋以来《诗》之形制、作用，

以及用诗、解诗人身份位置、具体职能的演变。而在此过程中，《诗》的主要功能总

不出“政教”，这便是朱自清为“诗言志”一语确定的中心意涵——所谓诗言志，简

而言之便是在作诗、用诗、解诗等活动中发挥诗的政教功能。朱自清得出这一结论的

过程实则并不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其对文献资料、前人论述的采择与吸纳，以及处理

与“政教”意涵不甚相符的诸多论述时的态度与方法。

从《诗言志说》的数十条注释可知，朱自清对先秦《诗》之用途的归纳大量参考

了同代学者的论述，其中，顾颉刚相关研究对朱自清的影响似乎颇为深切。某种程度上，

朱自清的诗言志论可以视为对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等文章的进一步推衍发挥。两人依据的是基本相同的文献资料。顾颉刚指出“《诗经》

是为了合于种种应用而产生的”，⑨如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等活动乃至诗乐分离对诗

之功能、解诗方法的影响，在顾颉刚这里都已明确出现。然而，朱顾二人的论述立场

有所不同。顾颉刚的立论重心在于驳斥汉儒、宋儒的解诗方法——此即所谓《诗经》

所遭遇的“厄运”，更进一步，则是要肃清“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谬说”，从而

在推翻前说的基础上试图指示《诗》在其产生语境中的原初意义与职能，有如拨去乱

草而还原古碑之真面目。而朱自清的论述意图则在考察“政教”说发展变迁的全过程，

并自觉在古典《诗》学与现代解诗方式之间建立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从孔孟解诗到

后学注疏，都应当被视为“诗言志”意义建构过程的关键环节加以分析，而非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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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以降的文献记载与解诗论述中，朱自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政”（内

政外交）与“教”（学养性情）长期在“诗言志”意念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接下来的问

题是，如何解释屡屡出现的“情志一也”等说法，以及“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

即“志”被赋予的情感内涵。这也是每个试图厘清“诗言志”言说的学者所要面临的

关键问题。与上述“言志即政教”的论述遵循同一方向，朱自清仍从“诗”之形制变

化的角度入手解释情与志的关系，提出两条线索：诗乐分家所导致的诗“义”突显，

作诗之人的出现与逐渐受到重视。二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情”“志”意义的相

混，甚至“情”占据取代了“志”本身的意涵，诗的功能和特质也就相应发生了改变。

从约成于汉代的《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的表述开始，情志相混的倾向就初具雏形。到汉以后，辞赋、乐府与

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共同促成了“缘情”说的产生，它将诗之“吟咏情性”的功能普遍化，

并概括了诗在当世的发展趋向。然而，“言志”的政教意味并未消失，其影响力也远

远超过吟咏一己性情的“缘情”。朱自清认为在这般文化心态下，相关诗文评论往往

用类似“言志”的言辞表达“缘情”的含义，这也导致了“情”与“志”的进一步混合。

可以认为，《诗言志说》的论述意图不止于申明一种政教中心主义的言志观，更

在仔细辨析情与志的关系。这与朱自清诗言志论述的直接对话对象有关，这便是周作

人的“言志—载道”说，在自序中，朱自清对此加以明示：

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

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

道”对立起来。⑩

周作人于 1932 年所做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言志—载道”的文学

史循环，从其所尊公安竟陵以及袁枚等人的文学观念看，周作人的“言志”庶几等同

于现代意义上的“抒情”，即“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讲的话”，⑪也就是朱自清所

定位的以作诗人之“穷通哀乐”为本的“缘情”。在最为显见的层面，朱自清以“志”

的政教内涵为依据提出言志即载道，便是反驳了周作人的立论，然而若缺乏对“志”

之抒情面向的解释，则这类驳论的偏颇之处恐怕将比原论更为明显。而针对“志”之

含义的变迁，朱自清的论述实则十分审慎，间或不无犹疑之处，这从《诗言志说》前

后的修改中便可见一斑。朱自清在自序中特意指出《诗言志说》几乎“重写了一遍”。

相较而言，修改版对情志关系的论述更为曲折细致。修改版将大部分“抒情”替换为《文

赋》中的“缘情”，而“抒情”的概念直到论述近代文学面貌时才正式出现。如果说，

原版“抒情诗”等词汇在描述汉以来某类诗歌面貌时体现出研究者与现代诗学主张鲜

明的对话意识，那么，“诗缘情”的范畴则更具本土性与历史感。而以“缘情”与“言志”

的表里关系为基点，修改版反复强调了言志的政教含义根植于看似以情为主的文学体

式中。如原版直接指出“以诗抒情”的意念发端于《楚辞》，而修改版则在发掘这类

诗的缘情属性时申明屈原等“士大夫的穷通出处都关政教”；而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

之作，原版认定其多为“抒情的诗”，修改版却引白居易“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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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之则为诗”的说法，指出他理想中的“诗言志”简直是“诗以明道”，而其道“却

只是政教”。此外，修改版加入明清公安竟陵派诸人及袁枚等“文坛革命家”关于发

抒性灵之诗的论述，细化了言志向缘情变迁的本土脉络。尽管如此，朱自清仍强调“抒

情”概念以及相应的“情”的特质的外来性。在西方文学抒情观引入并于中国现代文

坛占据核心地位以前，“言志”之“传统”（也即政教）意义的影响力远远大过“缘情”。

《诗言志说》的直接对话对象虽是周作人“言志—载道”的文学史观，但若将目

光拓展开去，在朱自清创建自身“诗言志”论说的阶段，以“抒情”诠释诗言志的意

涵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文坛共识。许多文学史著述及批评言说都将“言志”定位为情

感表达，进而以此阐明中国文学的特质，或为以情为本的文学观提供佐证。如傅更生

出版于 1946 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通论》便将“诗言志”的基本意义界定为“申论

文学之所由起与感情宣泄之途径”，并以其为“文必主情”的依据，进而排斥文学“忠

君爱国，劝善惩恶”的政教作用。⑫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则将“情”作为中国文

学发展主线，由此，从《诗经》向《楚辞》的文体演变被描述为由爱至哀的情感变化，

情的充盈标志着诗的觉醒。朱自清言其“用诗人的笔写史”，⑬在欣赏之外似乎对这

样一种文学史叙述方式不无保留意见。相比之下，尽管朱自清的论述可以从学理层面

指出种种不足之处，其对“志”“情”原非一事的强调也并不容易得到广泛认同，但

更为值得关注的或许是朱自清以“历史的方法”进行诗言志考辨的“现实”动机：强

调政教功能为言志之本，指向的是对“抒情”特质的反思，更进一步，则是要以“诗

言志”这一面向的延续为基础，在所处语境中重建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公共维度。

“正变”：诗教的现代属性

在《诗言志说》中，朱自清对诗人乃至更为广泛的文人士大夫群体的社会位置、

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做出了潜在梳理，而这也被视作“言志”逐渐向“缘情”转变的

内在缘由。此后，吴小如针对《诗言志辨》的评论文章则进一步明晰了这样的线索，

并将讨论范畴延伸至现代社会。吴小如指出，志之内涵的摇摆、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从

事相关文学活动的个体和群体的身世经历、背景环境息息相关。具体而言，作诗、读

诗人的身份位置决定了其自我认知与行为方式，进而左右着一代人对文学性质、功能

的感知。⑭可见“言志”的范畴及其基本内涵虽有延续性，但由于诗人身份、社会性质、

文化环境，以及各时代文学定位及文类划分准则的变迁，“诗言志”的具体含义和职能，

“诗教”的作用方式也必将发生变化。而在朱自清这里，所谓“变”亦是中国文学批

评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诗言志辨》系列文章中，最晚写作的《诗正变说》一篇集中呈现了朱自清对“变”

的理解。如果说在《诗大序》中，“变风变雅”之作意味着曾对贵族群体言行及等级

秩序起规范作用的政教礼俗的衰落（“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易政，家殊俗，

而变风变雅作矣”），那么后世对诗文之“通变”的种种应用则更意在为求新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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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复古为名的历次文学运动皆如此。所谓“变总是有道理的”，这也是朱自清审视古

典诗学与现代文化之关系、处理“古”“今”差异与互通性的基本态度。

在对“变”之法则的体认基础上，朱自清进而阐释了“正”的含义，所谓“审其

变而归于正”，强调的已非风雅之“正”，而是“变之正”，是“趣时”的“正”。⑮ 
对时变的准确把握可以使论文者摆脱“贵远贱近”或“竞今疏古”的偏见，而在此意

识下，文学的正道就在乎“与时俱进”。凡此论断，已鲜明体现出朱自清“历史”言

说中内含的“现实”思考，而这也贯穿于他的古典诗学研究及现代解诗脉络中。

仍回到《诗言志辩》的论述，在强调“言志”之政教意涵的同时，朱自清对“诗言志”

脉络的梳理实则肯定了缘情乃至“抒情”意念逐渐成为诗之“正”道的事实，而周作

人等人以抒情置换言志的内涵从而对新文学特质做出的论述，也就在这一层面具备了

一定合理性。这一点在《诗正变说》中被进一步明确：文学革命而有新诗，从形制到

功能都对旧诗构成了极大程度的突破，可谓“变之极”，而新诗以抒情为主，则又是

“归于正”，⑯可见朱自清将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新诗对抒情的倚重视为势之使然，

理所应当。在他的观察里，随着时代精神的演变，新诗大体经历了从散文化到纯诗化

再到散文化的过程，若以诗之“纯正”性为标准，则这一“散文—纯诗—散文”的循

环大约可归纳为一个“变—正—变”的模式。关于何谓“纯粹的诗”，文坛各派的看

法不尽相同。而在朱自清这里，所谓“纯诗”便是抒情诗：早期自由派新诗多注重写

景和说理，因此“散文的成分”居多，“从格律以后，诗以抒情为主，回到了它的老

家。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转进了它的老家”。⑰在这类

新诗发展史论述中，纯诗化与抒情化几乎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表述。可以看出，朱自清

对“纯诗”的理解与同时期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纯诗观有所不同——所谓“纯粹的

抒情”，正是现代派诗学理念借助智性、哲理性因素与戏剧化等手法所要超越的诗歌

形态。而事实上，对于此种现代“纯诗”观，朱自清亦有所了解，甚至还是这类诗论

的较早引进者。1927 年，朱自清即与李健吾等人一同翻译了布莱德雷《为诗而诗》、

R.D·杰姆逊《纯粹的诗》等文章，对晚近西方文坛关于纯诗的种种定位论争做出了梳

理。在这些作者的论述脉络中，“纯诗”的主张由纯粹形式论而渐趋于对诗之音乐性、

观念（哲理）性以及宗教式神秘体验的追求。相比于这些或许更具“现代性”的纯诗意

涵，朱自清对抒情为“诗之老家”的论述基本仍属于浪漫主义的纯诗观。在这一认知

下，朱自清概括出 1925 年以来“格律派”与“象征派”在诗歌革新方面的共同特质：

它们皆以“敏锐的感觉”作为“抒情的骨子”，⑱所不同的只是各自所呈现的具体情

感质地，以及包括修辞形态在内的抒情方式。⑲

在更为深刻的层面，朱自清对纯诗之根基在于抒情的判断，实则与其对作为现代

整体文化趋势的个人主义的体认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围绕“诗言志”展开

的种种论述所共同分享的时代感知。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言志载

道的对立，也对二者的具体含义做出了概括：所谓言志即“即兴的文学”，“想到就

写下来”，而载道即“赋得的文学”，是“命题作文”。⑳在这里，志与道的区分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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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首先不在于感性与理性的分野，而在人与我、外与内之别。而在朱自清所建构的“言

志”向“缘情”的转化脉络里，以“一己”之穷通哀乐代替“一国”之礼仪政事也是

题中应有之义。吴小如的文章则更明确点出了“志”乃个人心意，“道”是普遍法则，

“言志”与“载道”存在“发诸己”与“缘乎外”的本质区别。㉑由此推之，抒情取

代言志的政教内涵实际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㉒的文学、文化产物。与之

相应，新诗的基本形态便是“自我”无限扩大，诉诸“人道主义，泛神论，爱与死，

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而使个人直接勾连于“大自然”“全人类”等范畴，缺少国

家等中间载体，亦即具体的政教维度。㉓然而，个人主义的主潮在现代中国社会环境

下终究难以长期稳定存在。很快，朱自清等学者便意识到个人主义向新的“集团主义”

的发展，这也势必导致文学、新诗的又一“变”体的产生。即便是以言志为尚的周作

人，亦在他的“循环”论中巧妙地指涉了未来新文学可能的发展趋势，暗示着下一个

“载道”时期的到来。㉔而写作于 1927 年的《那里走》一文则被视为朱自清及其友人

对逐渐形成的新时代特质及个人位置变动的敏锐感知，这也为他们带来了忧郁矛盾的

心绪。㉕如果说在大革命时期，以“文学”或“国学”为志业还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

的安身之法，那么到了 1940 年代，全面抗战的展开与“抗战建国”事业的兴起则让

朱自清意识到言志之公共意涵再度生长的契机。这在形式特征上体现为从纯诗化到散

文化的演变，而在文学的结构性位置上则是诗歌对“公众世界”、公共经验的深度参

与和主动创造。某种程度上，这一诗学理想也便是朱自清在抗战烽火中修改《诗言志

说》《赋比兴说》诸篇，并完成《诗言志辨》的心曲寄托之所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

这一时期“志”的公共性究竟有怎样的意涵。

如同“正—变—正”的文学发展趋势是波浪式前进而非阶段性循环，经历过“个

人主义”时代的“集团生活”性质较以往已发生质变，“诗言志”的现代内涵由抒情

向载道的再度转化也必将生长出不同于古典诗教范畴的新质素。而所谓新诗的“散文

化”，也便不仅仅是在时代需求下将诗歌中的抒情内涵由“个人”性情置换为“全民

族的情绪”，㉖或是运用更具普及性的表达方式服务于大众宣传，而是创造出一种能

够契合、因应新的集团生活特质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的新诗形。在朱自清关于“言志”

之现代意义及相应诗歌形态的构想中，美国诗人麦克里希对于“诗与公众世界”的论

述或许起到了殊为重要的作用。

在麦克里希看来，世界性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公众”与“私人”两个世界、两种“生活”

相对稳定的界限，将现代社会的每个个体卷入公共政治领域中。从而，原先归属于私

人世界的“艺术”与“诗歌”也必将具备更为鲜明的公众性。麦克里希引用曾写作《一

个非政治的人的感想》的作家托马斯·曼对“非政治人”观念的颠覆性论述，强调“政

治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部分；它们属于人的问题的全体，必得放进那整

个儿里”，进而提出了宣言式的论调：

我们是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时代，公众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象

春潮时海水冲进了淡水池塘将一切都弄咸了一样。私有经验的世界已经变成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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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都会、军队、暴众的世界。众人等于一人、一人等于众人的世界，已经代替了

孤寂的行人、寻找自己的人、夜间独自呆看镜子和星星的人的世界。㉗

随着“公众生活”向“私人”世界的漫漶，对镜自视或眺望远方星辰的诗人的眼

光所及必然充斥着“众人”为求生与变革、秩序的破坏或守护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从

而文学的经验呈现、诗歌的情感表述中也将不可避免地含有政治质素。然而同是“公

众经验”，其含义在不同语境中自可殊方，麦克里希的论述潜在包含着其对美式民主

政治作为战后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认同与想象，而此种公众想象对于现代中国的适用

性，乃至“文学”在这类政治参与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值得另加探讨的。“诗与公众世

界”这类论述的贡献或许在于对公私关系的再度深辨。相比于抒情 / 载道的分野对人

与己、内与外的严加区隔，一个整体性的“公众世界”则为“志”在公与私、个人与

集团间的不断转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空间，在此过程中生成的公众诗学理想同朱自清

对战时社会现实的体认合力导向了其对诗言志的时代意涵的认知。首先，所谓政教不

再仅仅是贵族士大夫或是专业从政者的职责，而是每一“社会分子”生活中必然包括

的内容，所谓“作为社会分子而生活就是‘公众生活’，就是‘政治生活’”。㉘其次，

公众经验也还是需要在“个人”的维度被吸纳、化合、锤炼和表达。相比于其他社会

分子，文人因其更为敏锐的感知能力与对语言文字表意技巧的掌握而更适于从事这类

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时刻警惕着过分“散文化”的趋势，即侧重“群众的心”

而忽略了“个人的心”。㉙在这样一种公众性的政治参与环境中，文学的“标准与尺度”

也势将发生变化，由士大夫式的“儒雅风流”变为强调多方经验共存与互动的“雅俗

共赏”，以至“人情物理”。㉚而人情物理这一尺度的确立代表着“人民的力量”的

突显，也寓示着“读书人”身份位置的转变。从“公众”到“人民”这般表述的演变

或许也蕴含着学者对国家政治形势及新型政治主体之认知的微妙调试。

更进一步，“言志”在新时代语境中的潜力远不止此。在谈及诗与国家的关系时，

朱自清认为与古代爱国诗人相比，新诗国家观念的独特性在于试图通过诗歌写作建构

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形象，这是新的国家意念的体现，它统括并超越了“社稷

和民族”的范畴。这种抽象的国家意念“不必讳言是外来的”，而正是“有了这种国

家意念才有了近代的国家”。㉛在这个意义上，新诗要通过“理想形象”的呈现参与

现代国家、现代制度以至现代情感的塑造和建构，这种对于未来向度的“理想形象”

的创造，正是现代诗之公共性的最终旨归，也是其与强调维系、匡正与调和的古典诗

教的最大区别。从报章文到朗诵诗，新的“诗言志”意识召唤着经验的集合、扩展与“行

动”的产生。㉜

“比兴”：诗史辩证与解诗路径

在提及解《诗》方式的变迁时，朱自清对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的批评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在朱自清看来，孟子的论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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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取义”式的误读提供了方法论依据。这里朱自清的判断也许仍从顾颉刚等人的

考辨中引申而来。相比于朱自清，顾颉刚对孟子的态度显然更为严苛，直指其为“乱

断诗”之法产生的根源。而在顾颉刚与朱自清的思路中，孟子以至后世解《诗》人根

据知人论世等法则向“历史一方”的揣测根源于诗乐分离、乐教失传的语境中论者对

诗义即其讽谏美刺内涵的看重——找寻诗背后的“本事”，方能有所依托地发挥其政

教意涵。然而，随着年代日远与典籍的散佚，以及“政教”含义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

渐趋固化，后代论者对“人”“世”的考证演说多流于牵强附会，“以意逆志”于是

便难免演变为“以诗合意”——以先验的意、志与道取代了对诗歌的具体读解，或将

某些诗篇在外交等应用语境中的意义误认为其本意。㉝由此，表面上的以史证诗恰恰

成为对真正历史化研究的阻碍。可见虽然强调诗言志之政教属性并对其建构环节做出

梳理，朱自清也还是敏锐意识到以意志、人世解诗所可能产生的弊端。而在《赋比兴说》

一篇中，朱自清进一步提出以具体文辞为基础读解诗歌的重要性：

文辞就是字句。“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固然不成，但离开字句而猜全篇的

意义也是不成的。孟子论《北山》等三诗，似乎只靠文辞说解诗义；他并不曾指出这

些是何时何人的诗，到此为止的“以意逆志”是没有什么流弊的。㉞

从字义句义入手解析诗作全篇的意义，方能实现对作者之“志”的真正把握，此

一过程也必将伴随着对“思无邪”之“模型”的溢出、匡正与再认知。这一准则也在

朱自清针对旧体诗与现代新诗的两种解诗实践中得到贯彻。更进一步，朱自清解诗观

的形成源自其对古典诗文评中一些核心概念变化趋势的探索，亦与其所处学术文化环

境古今中西观念、方法杂糅共生的具体情形息息相关。可以认为，同“抒情传统”说

具备共通性，朱自清的治学与解诗之道乃至诗言志观的形成亦建立在其与西学参照互

动的基础上。上述麦克里希的“公众诗学”想象便可视为一脉文化参照系。而就具体

解诗方法来看，瑞恰慈的诗歌批评理念对朱自清产生着深刻影响，这也是前研究给予

了广泛关注的议题。㉟然而，瑞恰慈等西方学者所建构的“意义学”同朱自清“诗言志”

观的发展演变及相应解诗法之间的关系仍有进一步辨析的可能。

首先，这要从瑞恰慈理论的某些基本向度谈起。在较为宏阔的层面，瑞恰慈对于

文学建构纯粹“审美境界”的观念始终持怀疑态度，进而导向的是对真善美、知情意

三分法以及“审美无利害”说的批判性审视。在他看来，语言的最基本功能在于交流，

而这也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㊱明晰了交流之于人的本体性意义，则语言文字

种种形式的产生与变化也就无不服务于此终极目的。就作为语言形态之一种的文学而

言，瑞恰慈格外看重的也是其“经验的交流”进而是“经验的组织”功能，这也与麦

克里希对公众诗学之主要特征的把握若合符契。㊲也正是在“交流”的维度上，瑞恰

慈关注到读者对文学以及更为广泛的语言文字之意义的接受程度和面向，并为意义的

生产和解读间可能产生的契合与错位寻找着心理学依据，以此对文学所应具备的特性

做出把握。而最终，经验的组织所通向的乃是道德的重建。不同于道德家之“抽象”“一

般”的言说，文学者以其对“细枝末节”的把握对经验进行着识别、记载与变形、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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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他人精神的影响”，文学艺术将“混乱的心态”转变为“组织较好的心态”，

从而能够在“暴风骤雨般的变化动乱”之中“推出更加适应环境的道德规范”。㊳ 
在瑞恰慈看来，文学的这一功能将调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并参与对整全的现

代文化的建设。朱自清的“诗言志”观及其评诗、解诗实践或许代表了这一时代接受、

发挥瑞恰慈“意义学”体系的较高成就。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等古老文化活动所代

表的君与臣、国与国之间的交际方式，到现代诗歌对公众世界经验的调理与化合，乃

至“雅俗共赏”“人情物理”等标准和尺度的提出、“报章体”“朗诵诗”等新的文

学形式的发现，都意味着诸多经验共存、互动，以语言文学为媒介实现交流、理解的

可能。而有此内涵的“言志”/“政教”观所形塑的便是一种看似保守而实则具备内在

开放性的文化姿态。

其次，瑞恰慈的诗歌解读试验侧重于对词语以及由此组成的诗歌之多重意义的分梳，

以此探究怎样的创作和批评可以呈现出语意的丰富性并有助于读者接受，这或许也对朱

自清的诗学理念产生着不小的影响。在《语文学常谈》《论意义》等文章中，朱自清对

瑞恰慈的“四意说”（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做出了概括，并以中国传统的“训诂”

之学作比，指出传统训诂注解之学总是从“历史的兴趣”开场渐渐伸展到现代，而意义

学则是“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始终以“现代”为立足点，这契合了朱自清

对“现代生活”之学术价值的看重。而意义学的现代价值，不仅体现为其对现代语言、

现代经验的关注与研究，更在于其所建立的一套“科学的文学批评”法则从“活的现代

语里认识了语言文字支配生活的力量”。㊴所谓“言志”对“道”乃至对实体意义上的国家、

制度、群体的建设性，便隐含在这样的“支配力量”中。

从解诗实践来看，朱自清对《距离的组织》等现代诗以及《古诗十九首》等古典诗

歌的读解皆遵循着“意义学”的基本范式，关注语词的多义性，并从比喻、用典等具体

的修辞手法以及字与句、“事”与“义”的关系入手，对字—句—篇的意义做出逐级解

析。与普泛认知中“新批评”对“外部语境”的排除不同，这样一种意义分析法实则建

基于对语义之多样性、理解之分歧性的观察，由此在具体的解读实验中松动简单化的认

知模式，对文本同语境的关系做出更加细致的考量，试图描述“文本”同各个层面的“语

境”之间更为丰富、有机的关联，这也是朱自清诗学研究的旨归所在。

回到“诗言志”系列论述，从学理的角度看，“断章取义”式的解诗方式实则是

在特定场合实现“言此意彼”效果的语言手段，而由此形成的牵强附会的《诗经》注

解或许恰恰混淆了瑞恰慈式意义学体系中的“意义”与“用意”，因此也无法对诗各

层次的意涵进行较为妥帖的疏解。在对语言不同意义维度进行分梳的基础上，意义学

的解读实践在具体操作层面离不开对意象、节奏、字句组合方式等文本形式因素的关

注。与此相通，在解释诗义时，《诗》传笺系统往往也首先对“兴”等修辞手法加以

指点，这也形成了中国古典解诗学的某种经典路径。在《赋比兴说》一篇中，朱自清

对“比兴”之作诗、解诗法进行了历史性考察。在朱自清看来，“比兴”的复杂与重

要之处正在于其意涵和功能的丰富性。这里，最为主要的价值仍在政教一端：



174     总第四OO期

比兴有“风化”“风刺”的作用，所谓“譬喻”，不止于是修辞，而且是“谲谏”

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便指的是这种作用。比兴的缠夹在此，重要也在此。㊵

而在诗教功能之外，朱自清也注意到这类解读所衍生出的一系列诗学概念与评价方

法，如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兴象、兴趣等。这些范畴各有侧重，共同塑造了“兴”

的美学属性，它们对“气象情理”“感觉境界”的描绘潜在地将诗意的侧重点转向“读

者的受用”而非作者的意图。就接受效果而言，“兴趣”带给读者的往往是朦胧的感发

而非严明的美刺，这也体现了“志”向“情”的转化。结合历代诗论，朱自清对比兴这

类修辞手法的特质做出考察，其中“兴”之多义、含混、幽微起情的特点也被用于现代

诗歌创作与诗学建设——如象征派为表现“微妙的情境”而采取的“远取譬”的修辞方式，

便与“兴”具备相似性。㊶然而，朱自清对以比兴、兴趣论诗所导致的弊端也有所反思：

以比兴通诗教，往往轻视修辞而“只谈教化”，而追寻“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

趣”则多“模糊”之谈，㊷可见无论过分偏向政教内涵还是感性质地，比兴之说都无法

确切理解诗的意义，所需要的仍是“层层剥起”㊸的细密分析，这正是意义学之所长。

而更进一步，对诗歌之多义性的详细解读不仅关乎文学教养与审美能力，更在语文学的

意义上关系到对语言交流功能的全面了解与灵活应用，这是现代“社会分子”的基本素

养，也是现代诗教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解诗文章与学术论著之外，朱自清也通过报章新

闻解读以及谈论日常语言现象的小杂文（如《不知道》）等形式，对超越了“纯文学”范

畴的意义分析实践进行了不无幽默性的展演，这批文章多辑录于《语文影及其他》中，

可见对语言意义的发挥也可以成为人文知识者观世讽世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于

瑞恰慈理论的深层关怀。在瑞恰慈那里，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交流，从而审美潜能“不

是指作为终极目标的作品形式之美，而是指作品能够作为一种供读者培养有用的实际技

能的手段”，而真正的意义解读与审美教育所提供的方法“不仅适用于传授缥缈不定的、

基于直觉的另类感受力，也适用于传授综合性的、普遍的感受力”。㊹这类审美实践最

终将通向读者作者间平等、细腻的情意互动，以此发挥文学之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这或许也是朱自清所期待建构的公众诗学图景的核心要义。

余论：诗言志与抒情传统

在学科建构与历史书写过程中，源自先秦典籍的“诗言志”说往往被现代学者视

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原点性范畴加以探讨，相关研究反复触及情、志与道的辨析。而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这一概念也被海内外学界视为建构中国文学之“抒情传统”的一个

核心依据，在相应理论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从学术脉络上看，这一现象有

其必然性——无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还是同时期甚至更早阶段围绕“诗言志”展

开的种种考索、辨析与文学观念建设、文学史书写，几乎都隐含着与源于西方的“抒情”

观念的对话，进而是对“情”之含义、范围，“抒情”之方法、功效的定位，凡此种

种，皆与文人学者们为现代中国文学建立“标准与尺度”的使命感密不可分。而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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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发展阶段与文化情境中，论者对“抒情传统”的建构也离不开对“诗言志”这

一中国古典诗学概念的种种梳理、阐释、发挥与“误读”。20 世纪中期以降，由海外

汉学界主导的“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建设肇始于对中国古典诗学特征的概括，并以对

20 世纪中国及世界文化面貌的理解与描绘作为归结，这般“历史”与“现实”的叠合

呼应使得“诗言志”等范畴被发掘并赋予了更为多样的意义指向。

作为集结有关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各类探讨、呈现相关理论脉络从“古典”

向“现代”转型线索的文集，出版于 2014 年的《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

述与中国文学研究》收录了朱自清的《诗言志说》。从这部文集来看，就对“诗言志”

的理解而言，与其在审美主义的思路中将之视为“中国抒情美学的宣言”（高友工），

多数论者更为注重的反而是这一论说所彰显的中国式文学抒情的公共性维度，并以

之对抗西方浪漫主义以降占据核心地位的“个人抒情”观，这仿佛与朱自清对言志

之政教属性的强调不谋而合。然而，从朱自清的论述方式及其对话对象中不难见出

他对“抒情”一事更为复杂审慎的思考，由此，相关论说也便为后学者留下了诸多

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抒情”是否能够被视为一以贯之的中国诗文学传统，进而

是独异于西方史诗脉络的中国文学本质；古代诗文评系统中有关言志、抒情的种种

论说之于新诗探索与现代文化建设的意义为何；它们又依托于怎样的创作、接受谱

系，形式特征以及文化情境。凡此，都是需要仔细研究的议题。而从《抒情之现代 
性》的导论部分来看，“抒情传统”之理论首先建构在抒情与叙事、史诗等文学形

式乃至启蒙、革命等文化实践多峰并峙的关系格局中。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思维

结构还是必然导向对抒情之个体化倾向的强调，仍将抒情等同于“自抒胸臆（self-
expression）”，㊺将其公共性理解为个人情感的拓展，所谓“抒中情”而“通讽谕”，

公私领域的连通呈现为情感、情绪“由内向外的流注”的单向过程。㊻或有意味的是，

《抒情之现代性》中关于《诗言志说》的论述基本依据其初版本，而如上所言，此

文初版与 40 年代修改版之间的差异其实有必要被关注。在修改过程中，朱自清不仅

进一步突出了言志的政教属性，还对情、志、道的关系，缘情与言志的纠葛，缘情

向抒情的演变等话题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辨析。

考虑到“古典学术”对“现代生活”的深刻嵌入，则不同时空中学者们为“志”

赋予的各种意涵和价值取向或许折射出数十年间学术风向、研究心态乃至世界文化格

局的转变。事实上，所谓“现代生活”，其形态也并不确切，种种模糊空白分歧之处

都为文学者留下了想象与论说空间，而感知、辨识、选择与自我说服的过程也必然导

致身在其中之人，其时代感知、志业观念以及文化“比较”参照系的变化错动。由此，

如何在种种方法、意识乃至时势与心曲的左右下寻找到相对有洞见性的立论方式与妥

帖的研究路径，也便成为一代代学人都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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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载“开始写《诗言志》”。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9 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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